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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法学家的抗战努力
□ 徐佳佳 李采妮

以《灰阑记》为例看民间视角下的清官模型
□ 刘广才

清官杂剧以具体人物为对象，将
民间对官员的期待尽加其身，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
情况。以《包待制智勘灰阑记》（以下
简称《灰阑记》）为例，戏中通过艺术化
演绎司法情节，围绕身份、品格、交游、
职能、能力等五个维度构建民间理想
的清官模型。这种喜闻乐见的演绎方
式激发了观众的感性与激情，更易将
法的真意传达出来，促进法文化深入
人心。

“清”是中国古代对于官员的首要
政治要求，梁启超认为，“近世官箴，最
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这
种“清”就是对清官的指向。《说文解
字》云：“清，朖也，澄水之貌。”清代段
玉裁注释认为：“朖者，明也。澄而后
明，故云澄水之貌。引申之凡洁曰清；
凡人洁之亦曰清。”也就是说，“清官”
即“清洁之官”。而清官作为一种抽象
化的复杂体，并非简单的“清洁之官”
就能概括。民间对清官有着复杂的认
识，以《灰阑记》为例，其第四折从身
份、能力、品格、交游、职能等五个维度
塑造出多面立体的清官模型。

身份维度

《灰阑记》第四折开头“当年亲奉
帝王差，手揽金牌势剑来”句，通过“金

牌势剑”点明了包公清官身份的正当
性和权威性。这种身份反映了民间对
清官政治权威的信任与期待，并要求
清官需具备“亲奉帝王差”的政治地位
和权威高度，以维护社会基本的公正
秩序。除了《灰阑记》，在许多戏剧作
品中都能发现相关端倪，如包公戏中
的三种铡刀，其中龙头铡就是民间期
待清官拥有高层级权威在戏曲文化
中的具象化表现，这种情节设置带有
民间的朴素情感，也是民众在面对法
律失灵时的补偿性想象。

能力维度

“尽道南衙追命府，不须东岳吓
鬼台”是民间对清官能力的浪漫主义
评价。这种依靠清官个人才能的人
治思想，也折射出了民间法文化的深
层逻辑——当司法型救济缺位时，民
众往往会将希望寄托于清官的个人
才智。但不能否认的是，法律的实施
离不开人的参与，清官仍然是法律良
好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在以司法
结果为导向的民间法文化中，清官必
须有较强的办案能力。并且民间传
扬的清官在断案时，往往伴随神示、
权术等内容，清官因此也被称为“青
天”，这种艺术加工实质上是中国传
统法文化中“天人感应”观念的艺术

化反映，强化了民间对司法裁决神圣
性与终极性的认识。

品格维度

“老夫立心清正，持操坚刚”将清官
品格精炼为“清正”“坚刚”。《庄子·说
剑》以“诸侯之剑”为喻，指出清官应
当有“勇”有“廉”。司马迁从史家的
视角指出清官还要有“谦”，“正直清
廉而谦者，宜歌风”。这就在“清廉”

品格的基础上，形成了“仁、智、勇”三
位一体的清官道德范式，即对弱势群
体的恻隐、办理疑难杂案的智识和直
面权贵的道德勇气。与孔子所认为
的 君 子 之 道 “ 仁 者 不 忧 ， 知 者 不
惑 ， 勇 者 不 惧 ” 不 谋 而 合 。 因 此 ，
民间对清官品格的期待，杂糅了百
家思想，贴合民生实践，最终落脚
到儒家伦理道德，认为清官应当是
儒家伦理的践行者与倡导者，必须
有“仁”、有“智”、有“勇”。

交游维度

《灰阑记》还要求清官有严格的交游
原则，通过“唯与忠孝之人交接，不共谗
佞之士往还”构建起以清官为主体的道
德共同体。清官交游原则包含两个方
面：其一，“交接忠孝”，要求清官与有相
同操守的忠孝之人往来，维护以儒家伦
理为纽带的道德共同体；其二，“不共谗
佞”，要求清官与滥官污吏进行切割，以
维护司法环境的纯洁性和整体政治的清
明。正如《孔子家语》中提到的：“丹之所
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
所处者焉”，清官的交游选择本质上是对
司法环境的主动塑造。因此，清官必须
有严格交游的原则，即交善友、慎交友。

职能维度

清官在 《灰阑记》 中被赋予了面向
不同群体的两大职能。“体察滥官污吏”
即清官的监察职能，《文献通考·御史
台》 将其描述为“风霜之任，弹纠不
法”；“与百姓伸冤理枉”即审判职能，
作为与民间接触最为密切的理刑之官，
要求清官以百姓为主体，站在百姓的角
度上为其伸冤理枉，以实现社会正义。
在此基础上，民间对清官的想象从基层
审判延伸到辅佐皇权，使之成为连接民

意与皇权的枢纽。清官的职能与身份、
能力、品格、交游四大维度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共同构建了民间理想状态下的
清官模型，这种模型折射出了民间法文
化的浪漫主义理想，即在“清官之治”
下，法律不仅能解决社会纠纷，更能够
通过文化传播和道德楷模的示范塑造社
会价值。

此外，民间清官模型还原了历史人
物原型特点，使该模型同时具有现实性
与理想性。以包公为例，《宋史·包拯传》
中对包拯“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
手，闻者惮之”等评价与《灰阑记》第四折
中包公的介绍不谋而合。民间理想中将
清官与为“奉法循理”的循吏进行匹配，
希望清官能够严格遵循法律并通过对人
情的把握，达成能够使双方当事人都心
服口服的结果，使“民自以不冤”，从而导
向好的社会效果。

将清官文化以民间视角转化为司法
队伍建设的动力和实实在在的成效，更
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人民的主
体地位。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媒介也能
使人民群众更加有意愿地主动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使全社会法律意识进一步提
高，让人民群众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更
加具有获得感、安全感，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对法治的信心。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
学院）

抗日战争时期，沈钧儒、史良、
张志让、周鲠生、吴凯声、江庸等进
步法学家，不仅从法理上批驳日本侵
华谬论，为中国争取国际社会的舆论
支持，维护中国主权；还以法官、律
师等身份惩治汉奸、为爱国军民辩护
和奔走；并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号召法学同仁坚守爱国立场，动员民
众支前。他们的努力，为全民族抗战
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争取国际舆论 维护中国主权

日军在发动侵华战争过程中，多
次混淆国际法中的重要概念，以掩盖
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的本质。 1931
年 9月 18日，日军谎称中国军队炸毁
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袭击在附近
演习的日本守备队，故意挑起事端，
日军为了自卫，才被迫还击，企图将
侵华战争美化为自卫战。时任国立武
汉大学国际法教授周鲠生立即引用国
际法予以驳斥。他指出，国际法公认
的自卫权行使应“限于绝对必要的场
合”，推演当日情形即便如日方所说
是中国军队炸毁铁轨，也构不成迫使
日 方 采 取 军 事 行 动 的 “ 危 急 的 场
合”，而日军随手迅速攻占毫无抵抗
的 200 公里之外的营口、400 公里之
外的宽城，更是“远超出防卫铁路拆
毁之必要的限度之外”，因此日方用

“ 自 卫 权 ” 作 为 侵 略 中 国 的 法 律 依
据，“真是不值一驳”。

同时，侵占东北后，1932 年 3 月
1 日，日本指使其扶植的傀儡政权以

“满洲国政府”名义公开发表由关东
军起草、汉奸加工而成的 《建国宣
言》，宣布成立“满洲国”，并炮制

“满洲民族自决”谬论，诡称“满人
自 愿 独 立 ”。 对 此 ， 周 鲠 生 再 度 反
驳，强调在枪口之下的中国人根本不
可能有民族自决的可能，“数万外国
军队掩护之下，由外人造成而且实际
主持的地方组织，如何说是依人民自
决而成立的政府”，认为日军故意曲
解民族自决的含义，本质目的则是为
了掩盖伪满洲国是日本对中国领土变

相掠夺的本质。
为了把握国际舆论主动，九一八

事变和“伪满洲国”事件后，中方主
动向国联申诉日军的侵略行径。为了
解决事端， 1932 年国联决定派李顿
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开展调查。在此
过程中，国际法专家周鲠生以及在

“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运动总会”任职
的青年法学家吴秀峰积极参与此次调
查工作，并针对调查团中某些团员偏
袒日本帝国主义及指摘中国民众抵制
日货、中国反日运动才是造成九一八
事变的主因，及时引用国际法和事
实，据理力争。经过周鲠生、吴秀峰
等人的努力，李顿调查团撰写的调查
报告确认了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
合法自卫、伪满洲国不是地方人民自
决的结果这两个关键问题，“使中国
在法律及精神上获得确定的胜利，博
得一种国际的赞助”。

除此以外，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
舆论的支持，周鲠生、吴秀峰、王
宠 惠 等 进 步 法 学 家 还 奔 走 于 巴 黎 、
伦 敦 、 华 盛 顿 等 地 ， 利 用 会 议 论
坛、英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平
台，公开宣扬中国抗战主张，争取
国际舆论的支持。其中，王宠惠就
在纽约世博会、国联、九国公约会
议 等 国 际 会 议 上 驳 斥 日 本 侵 华 谬
论 ， 强 调 “ 暴 日 蛮 行 危 及 世 界 和
平，请发动权力赞助我抗日”。这些
努力为争取各国对华援助、对日禁
运，奠定了重要的舆论基础。

惩办汉奸 为爱国军民辩护

抗战期间，进步法学家还积极利
用法官、律师等身份，惩办汉奸、营
救爱国军民、保障公民人权。

法学家郁华曾任沈阳最高法院东
北分院刑庭庭长。 1931 年沈阳沦陷
后，他受聘为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刑庭庭长。该院的办公地点位于上海
租界，处理的案件经常涉及在此活动
的敌伪特务。任职期间，郁华要求对
于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犯法而经巡
捕房逮捕引渡到江苏高二分院刑庭的
敌伪特务，一律严惩不贷。为了让郁

华放出日伪特务，日伪组织 76 号特
工总部不仅以高官厚禄利诱他，还
以“如果不参加我们组织，你的生
命难保”恫吓他。但是，郁华都不
曾退缩。最终，1939 年 11 月在秉公
办理 《大美晚报》 被袭事件、维持
死刑的原判后不久，郁华被日伪特
务杀害，成为全面抗战以来租界内
第一个遭到汉奸谋杀的中国高级司法
人员。

抗战时期，爱国军民经常遭到反
动当局非法逮捕。沈钧儒、史良、章
士钊、张志让、江庸等法学家，以律
师身份为他们辩护，积极营救他们出
狱，其中以营救廖承志和“七君子”
最为著名。1933 年 3 月，由于叛徒出
卖，廖承志在上海被反动当局逮捕。
了解这一消息后，法学家吴凯声以律
师的身份开展营救。他首先强调廖承
志为革命先烈廖仲恺之子，争取舆论
支持。再驳斥反动当局掌握的所谓人
证完全是捏造，并因此争取到休庭机
会。随后，吴凯声进一步了解到一旦
廖仲恺被“引渡”到南京，可能出狱
无望、性命堪忧。为此，他一方面托
人将情况告诉廖母何香凝，积极在外
围开展救助，拖延审判时间；另一方
面积极研究国民政府刑法。经过努
力，吴凯声等人利用国民政府刑事诉
讼法中被告侦询完毕可交辩护律师责
付出狱的规定，成功营救了廖承志。

除了廖承志案，“七君子”案也
轰动一时。1936 年 11 月，国民党政
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沈钧儒、章
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
良、王造时，史称“七君子”案。彼
时，法学家张志让长期担任“革命互
济会”和“保卫中国同盟”的辩护律
师，不仅立场进步，而且辩护经验丰
富。因此，“七君子”案发生后，张
志让成为“七君子”的首席辩护律
师，“救国会‘七君子’被捕的一天
夜里，我接到电话，要我担任辩护律
师，我当然立即担任了。我同其他律
师 名 义 上 分 别 为 各 被 告 当 事 人 辩
护”。在为“七君子”辩护过程中，
张志让一方面指出“七君子”所作所
为均是出于爱国，而爱国是无罪的，

指出反动当局逮捕“七君子”缺乏法
理依据，“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
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
传违反三民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
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
之功罪”。在张志让等人的努力下，
1937 年 7 月“七君子”交保释放。在
随后一年多的辩护中，张志让又多次
以“该案所涉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
法》 已经修改，被告所行各节与当前
国策不相违背”为依据，迫使反动当
局撤诉，让“七君子”案在法律程序
上完全终结。

除了为著名进步人士辩护，张
志让等进步法学家也为大量普通民
众辩护，维护他们被日军剥夺的人
权。 1936 年冬，日本水兵中山秀雄
在上海虹口被枪杀。当时中日关系
十 分 紧 张 ， 日 方 一 直 在 蓄 意 滋 事 ，
扩大事态。中山秀雄被杀事件恰为
日方激化各方矛盾提供了口实，“当
时流行的说法是日本军人企图利用
这事件为借口，对‘租界’采取一
种军事占据的行动”。而租界外国当
局为了自身利益，就将两名无辜的
中 国 人 杨 文 道 、 叶 海 生 污 蔑 为 凶
手。对此，中国反动当局不仅不维
护中国公民的人权，反而选择息事
宁人，将两名中国人判处死刑。两
人不服，要求上诉。经二审的江苏
高二分院指定，由张志让为这两人
辩护。接手案件后，张志让不因两
人身份普通而有任何松懈，相反他
积极开展调查，坚决要“把案内破
绽指出”，并发动社会舆论为两人争
取支援，“当时各大报力予支持，两
次以两版篇幅刊载辩护书全文”。最
终，在张志让的不懈努力下，反动
当局最终改判杨文道、叶海生无罪。

组织抗日宣传和支前

为了动员法学界同仁和广大民众
积极抗日，抗战时期进步法学家不仅
以身作则，拒绝日伪要职利诱，还积
极撰写文章，斥责政府不抵抗政策，
并组织民众团体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抗日等，推动全民族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丧，日本建
立伪政权。对此，法学家江庸不仅发文
强烈谴责日寇侵略罪行，还严厉批评其
学生赵伯欣叛国投敌、担任伪职、为虎
作伥的行为，并声明与其断绝师生关
系。面对日方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两
度任职邀请，江庸也坚决拒绝，并以诗

“吾独爱孤竹，挺身霜雪中，不曾似行
苇，仰倒只随风”明志，号召中国法学
界同仁带头坚守爱国立场，誓死不为敌
人工作。

同时，面对大片国土沦丧，一批
进步法学家痛心疾首，频频撰写文章
批评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举国抗
日。 1932 年 1 月 18 日，东吴大学法学
教 授 凌 其 翰 就 在 《所 谓 新 的 外 交 方
案》 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将解决日
军侵略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结果
亦决无希望，至多于国际间制造一种
空气，延挨时日而已”，号召国人放弃
幻想，奋力抗争，“忍无可忍，唯有出
于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一策”。1932
年，律师李次山不仅谴责九一八事变
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还高度
赞扬了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的英勇斗
争，“实在值得吾人深刻的崇敬”，号
召 民 众 向 他 们 学 习 ， 军 民 团 结 起 来 ，

“ 一 起 完 成 抗 日 的 工 作 ”。 1937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邀请各界名流前往庐
山共商抗日大计，沈钧儒、张志让等
进步法学家也在被邀之列。其间，张
志让等人主动发声，强调“地无分南
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
土抗战之责任”，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内
战，组织民众一致抗日。

此外，为了加强对抗日军队的声援
和对群众的动员，王屏南、韩德培等律
师和法学学生，还积极组织出版 《御
侮》《现实》 等杂志，刊登抗日文章，
宣传抗日救国。

除了组织抗日宣传动员，沈钧儒、
史良等进步法学家还利用群众团体，开
展抗战支前活动。抗战时期，上海律师
公会是上海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沈钧
儒、章士钊、史良、张志让、吴凯声、
沙千里、王造时、韩学章等均是其成
员。为了推动抗战，沈钧儒、史良、张
志让等人经常组织上海律师公会向抗日

军 民 捐 款 。 其 中 ， 从 1931 年 11 月 至
1932 年 11 月，上海律师公会就向抗日
将士捐款 34800 元，在全国律师公会中
居前列。为了进一步团结法学界以外的
文化界、妇女界、学术界等力量，动员
更多民众抗日，1936 年 5 月沈钧儒、史
良等人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
会。1936 年 7 月，该组织就发表了 《团
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号召各阶层、各阵线团结抗日，并积极
组织会员和群众为前线战士捐款捐物，
推动全民族抗战。

除此之外，沈钧儒、史良等人还极
为重视青年在抗战中的作用，“在这样
严重的全面持久抗战中间，中国很迫切
需要造成一个全国整的力量。这个整的
力量，是民众与军事的配合，是各地民
众 的 统 一 组 织 ”， 而 从 事 这 种 组 织 工
作，“其适宜无过于我们的青年”。因
此，沈钧儒经常鼓励青年投身抗战前
线，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为抗战胜利
作出青年的贡献。

从 驳 斥 侵 华 谬 论 到 维 护 领 土 主
权，从惩治汉奸到营救爱国军民、保
障公民人权，从开展抗日宣传到组织
支前，抗战时期进步法学家始终坚守
法律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民族危
难时刻铁肩担道义，用法学力量守护
祖国河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所展
现 的 斗 争 智 慧 、 民 族 气 节 、 爱 国 精
神，对于今天我们进一步推进全面依
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更好实现现代
化仍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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